第五章  翘尾巴的敌人
    与郑洪海終于分手，还有两件事帮了忙。

    首先，我离开了机修组，不再每天同他在上班处见面。
    那是七五年八月一日，正是重庆可怕的盛夏，上班不久，我便胃痛难忍呕吐不止，只得请假回家。病情继续恶化，阿弟向隔壁街道工业纸箱组借了辆板车，我睡在板车上用蒲扇遮太阳，他拉我去医院。半路上，我问：“阿弟，你带了钱没有。”他答：“有七块。”我想绰绰有余了。

    谁知板板车颠颠簸簸把我从和平路拉到第四人民医院后，急诊医生叫马上住院，胆囊结石急性发炎。我傻了，七块钱当然不够住院，阿弟安慰我：“莫着急，我想办法借。”他真有点名堂，不到半小时，四十元钱借回来了。那是一名死刑犯的情妇借给阿弟的，这位死囚犯贩卖粮票数量之大全国闻名，在孙家花园生病住院，他情妇正竭尽全力要把情人从绞刑架上救出一命。我平时对什么情夫情妇之类的人嗤之以鼻，认为没有一个好东西，想不到这种人还特别讲义气，比一般人有同情心，不顾一切顾爱情。

当晚九点推我进手术室开刀，医生护士围着我，对我平滑结实的肚皮大加赞扬，说我三十四岁未婚，是全国的晚婚模范。一个护士告诉我这个手术需要输血，问我有没有单位报帐。我一听就急了，赶紧声明：“不要给我输血，街道工业报不到一分钱医药费。身体少点血没关系，过几天自己会长出来的。”我没有再解释，别说医药费，生病不上班，连一分钱工资也不给。

    胆囊切下后，医生用镊子夹着这个黑绿色的怪物，递到我眼前：“你看，它已经化脓变色，再不做手术，就会引起腹膜炎以至血液中毒了。”他把一个鲜枣般大，象上了绿釉的石头交给我：“留着作纪念吧，就是它在你肚子里作怪。”嗯，不错，腹中藏了个美丽的绿宝石，我想。很庆幸，现在已是文革末期，没碰上郑洪海母亲重病求医，医院关门闹革命的倒霉事。

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后，我开始发烧，稀里糊涂中被一阵玻璃瓶的碰撞声弄醒，睁眼一看，护士正把血浆倒进吊瓶里，她说医生嘱咐，我失血多，一定要输血。

第二天清早，阿弟被通知去财务室交输血费七十二元，他急如星火赶到通用厂，兴国刚刚上班，一见阿弟气急败坏的样子，马上知道家里出事了。听完解释，他立即去厂里互助储蓄金会借了一百块钱交给阿弟。兴国说：“给姐姐买鸡、炼乳和水果营养身体，姐姐的东西任何人不准碰。全家保姐姐！”

这样，前债未清，新债又续，兴国债台高筑。母亲亡故前欠的医药费和我住院的债，兴国还了近十年。

机修组几个青年学工唐正华，陈裕惠，张文秀，提着水果白糖等缺俏食品到医院看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情谊，一来街道工业的人没有一个不穷，二来这些东西都要定量，都是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特别是张文秀有两个幼小的孩子，都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谁料，此事被李从芳知道了，她在小组开会时批评说：“机修组有的人政治觉悟不高，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你我不分。有的人还是团员，不站稳阶级立场，与敌人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应该好生考虑后果。”财务室年青的周会计，一位办事认真负责的严重心脏病患者，考虑到我住院开刀花费大，回家养病分文无进，向李从芳建议，比照对其他特殊困难的五类份子发二十元生活补助费的先例，给我也发点补助。李从芳说：“休想！今后谁再提这种建议，谁就是阶级敌人！”

周会计是团员，唐正华也是，她们对我的好全部轉入地下。

为什么人情美美要替我介绍男朋友的李从芳，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我又打成阶级敌人了呢？当然是事出有因的。

我的主要任务是修理缝纫机，常常需要李代表在领料单上签字才能去库房领零件，可我经常花许多时间从猪市找到牛市不见她踪影，只得去她家试试，果然，好几次她都在家里生炉子或者做家务。我认为领导应当带头遵守纪律，她这样做不对。还有，政府贯彻“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鼓励堕胎。按规定，街道工业职工堕胎休息三天不扣工资，如果要多休，第四天起就没工资了。李从芳不同，她堕了胎，自己批准自己休息一个月，领全薪。我开始对李从芳有不满，认为她身为领导不以身作则，对人严对己宽，李代表也开始感觉到我对她有“反骨”。                                                          
七五年初，街道工业加工资，“簸簸糖”有限，不能机会均等人人有份。于是，“街道革命委員會”派了一位含而不露有些妈妈味道的党员老太婆下来。她姓朱，近六十岁，大家叫她朱大妈。其实谁加谁不加，上面基本内定，派个人下来开会征求群众意见，到时好说这是群众评议的结果──尸体已经火化，再做一付棺材。

     大约因为我的态度很端正，主动表示不加工资，把有限的钱加给别人，朱大妈安排我在第二天召开的评工资会议上发言，帮助一个姓斯的学工想通，这次没有加到，下一次再争取，今后有的是机会。

任何一次表面平静有序，口径完全一致的会议，都是事前密谋策划精心安排的结果。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就象监狱要开大批判会，事前干部把积极份子召集起来，你说这他说那地部署一番，监内监外一盘棋，都一样。所以，朱大妈叫我发言，我既很适应也不为难，驾轻就熟出在我的口上。

这个“斯跛跛”——像坐在一张无形矮凳上曲着膝盖行走的残疾人，家住江北，不在市中区。邬师傅常常提醒大家：“龙门阵要摆，烟荷包要甩”，意即讲话不要忘了做事，主要是针对“斯跛跛”的，他脚残废，但脑子和手不残废，他才不管，停下手来聊天不出活路，他既无能力又不肯学，迟到早退是常事，如果有一天，他没有迟到或者迟到的时间不长，大家就会开他的玩笑：“今天你肯定是搭飞机来上班的。”此人不住在较场口辖区，完全是靠李从芳的关系来机修组不做事混饭钱的，还狗仗人势一凶二恶老虎屁股摸不得，无人敢说话。

我私下认为，既然不是人人有份，根据“斯跛跛”的表现，不加他工资理所当然。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后，人们的私心膨胀，心术越来越坏，彼此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几块钱得失，也搞得“一丝眉毛遮一张脸”，争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

更何况加工资，那是人的生命線，为此，开后门、送钱财用尽心机疏通关系。

可“斯跛跛”是“猪八戒卖凉粉——人材丑陋，酌料齐全”，他有李从芳这个后台。朱大妈开了会的当晚，斯的父母从江北匆匆赶来，拜访了亲友李代表，请吃请喝拿通了言语，趁黑，由李陪着斯家两老人，登了所有下午被召去开会的人的家门——除我之外。事情一下子全部摆顺，人人倒向“斯跛跛”，唯有我这个不值一提的“小虾扒”，对此一无所知。

街道工业小池塘，也是王八乌龟显威风的地方。

第二天开会，风向大转，所有的发言都赞成“斯跛跛”加工资，说是有利于这个年青人进步。我望望朱大妈，她满脸狐疑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蒙在鼓里，好生奇怪。可悲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已被斯家收买，我也没想，既然大家都改变了主意， “一个跳蚤顶不起一床铺盖”，我干脆免开尊口，以免祸从口出。可我不会见风使舵，仍然按照朱代表的策划发言，死心眼地也是真心地讲了不赞成“斯跛跛”加工资的理由。我尽己之所能，讲得非常客观非常客气，但我还是得罪了“斯跛跛”，也得罪了李从芳。

记得有个故事，讲的是古代一对少年好友，约定三十年后某月某日某时在某桥上相会，不见不散。其中一人按时前往，一等再等，不见好友露面，雨大倾盆他不移步，河水猛涨他不动摇，直到洪水漫过桥面把他淹死，他还在等。

守信用到痴傻的程度，就只有淹死。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李从芳深感鄙视。

长久以来，郑洪海和他继父继妹，还有他亡故的母亲，都是李从芳的紧邻。没有不漏风的墙，大家很知道李的底细。

据郑洪海说，六十年代初，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代表还在农村当农民，是村里的民兵组长，上上下下都搓得很转（关系相处得很好）。为了表示积极，她检举了自己的家婆（她丈夫的妈）偷社里的粮食。家婆惧怕挨斗，便上吊自杀了。托丈夫杨有顺的福——党员，重庆市财贸俱乐部电工，李从芳的户口从农村迁进了重庆城，还坐上了当时地段上最吃香的居民治安委员的交椅。

七三年夏，一天半夜，郑洪海被一种声音搅醒，定神倾听，原来是李从芳与楼上一位赵姓知青姑娘在讲话。虽然是窃窃私语，但夜深人静，郑洪海句句能听清。

原来，李代表的丈夫被财贸俱乐部派到农村去招工，这可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权在握啊！全国成千上万陷在农村无出头之日的知青，视派下去的招工老板，个个都是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皇恩浩荡的救星，天王老子，再生父母，想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争先恐后叩响头送厚礼拉关系，惟恐老板名单上漏写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一些平时看来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本正经的党员干部，在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年青漂亮的女知青面前，暴露了“也是猴子变的”的本色，他们要女知青以“初夜权”交换“招工名额”，拿公家给的“招工权”满足个人私欲。无法统计，在这场招工潮中，为了逃离农村，究竟有多少女知青“自愿”与招工老板上了床。

杨有顺当然也是猴子变的。

今天晚上，李代表就是在逼令这位邻居女知青，坦白交代她与杨有顺的关系。李严厉地问：“坦白说，你们兩个是哪个先？”细声答：“他。”“是他？你想回城，肯定是你先勾引，男的哪里经得起女的勾引？你不要脸！快点说，一共好多回？”无声。紧急地催问：“快点说哟，破都破了瓜了，还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坦白！”然后是一声不情愿的回答：“三次。”李的声音高起来：“才三次，我不信。好意思和杨叔叔睡觉，有一次就有十次。”那个怯怯的声音也高了一点：“真的，只有三次。”李愤怒了：“只有三次，只有，只有，你认为三次还太少了哟？好了，好了，三次三十次都是一样的。告诉我，回来过后你们还搞过没得？”“没有了。”“不管，反正你再搞，老子对你不客气，要做得你没得脸活人！”沉默中，李代表的气还没有出完，她醋兮兮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小丫头，勾引男人还有几手。你晓不晓得，你是在破坏我们家庭！”

李从芳很聪明很现实，她深知杨有顺是挣钱养家的脊梁骨，要是他出了事，这个家她养不起必垮无疑，她必须“一记耳光，一块冰糖”软硬兼施来封住小赵的口。她从裤兜里摸出二十块钱交给赵：“拿去，跟杨叔叔的事，绝对不要拿出去说，说出去了你这个女娃子没得人要。我们私了。”

李从芳“啃不动青冈啃泡木”，对自己的花心丈夫奈何不得，把受害人审问威胁利诱一通后，心里还是不平衡。她要报复。

一天半夜，李代表勇敢地走进隔壁财贸俱乐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投怀送抱，让他睡了一次。

这个青年才二十八岁，也姓杨，也在财贸俱乐部工作，我们经常看见他进进出出。他相貌英俊，身材匀称，衣冠整洁，举止稳重，那个肿脸皮泡“杂菜”似的杨有顺根本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估计是李从芳在老公面前炫耀，老子还不是可以找到比你年轻漂亮的男人睡觉。四川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杨有顺连楼上邻居的姑娘都不放过，他利用这次下乡招工的特权，一共睡了几个女知青，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有没有前科，可能连李从芳也不完全知道。只记得她曾经说过，反正“男人就是这种料”。但是，当杨有顺自己的老婆也照他的葫芦画瓢时，那就捅到马蜂窝，醋坛子打翻了。杨有顺雷翻震仗不依教，非要出了这口恶气才罢休。

不知道两口子背抵背睡了几天觉，也不知道谁对谁先下矮桩（低头），最后，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联合方案，枪口一致对准小杨。

小杨被李代表召进了她的家，杨有顺藏在床底下。

李代表脸不红心不跳开诚布公地说：“小杨，我俩个的事情遭老杨晓得了。”好像是小杨在追求她，他俩存在一段恋情：“他闹得很凶，你说啷个办？”小杨一听，紧张害怕极了，嗫嗫嚅嚅地说不清楚一句话。他既不敢说你自动送人上门，我又没看上你，也不能“包君满意，否则退货”把做了的事情收回来。他红着一张脸无言以对，一筹莫展。李从芳背书一般地往下讲：“老杨说，假如事情搁不平，他要跟你闹得天翻地覆。”小杨最怕把事情闹大，他是个很要脸的人，他的体面比他的命还重要。现在，他是有口难辩，都怪自己那天半夜不争气，身不由己地开了一次洋荤，本以为天上掉下了奶油蛋糕，却原来是毒药砒霜。面临身败名裂的险境，“偷同志老婆”的罪名，他哪里吃得消，这个单身汉怎么活人，别提连爱人都难找了。此时，小杨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他急了，恳求李代表：“你说怎么办呢？”李从芳胸有成竹：“我是为了你好，你俩个和平解决算了，我们老杨说要你付压迫费一百块。”

我的天哪！

如果仅仅是李从芳有了恰当的借口，找到合适的时机，把自己送给有点馋人甚至可能早已暗恋的男人，我们姑且不要厚非她。现在丈夫躲在床下，自己出面敲诈，敲诈一个被自己强奸的男人，发明了一个“压迫费”，而且狮子大开口，压迫费比处女的要价还高五倍。这算哪本经啊！

我想起雨果《悲惨世界》里描写的德纳第夫妇：一个是泼妇的本质，一个是无赖的材料。世界上有的人，他们像虾子一样永远向着黑暗后退。

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莫过于教会人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遗憾的是我在“修道院”里十年，漏了这一课——很怀疑，即使不漏，我会否變得“聰明”一点。好几次，正当我和幾个学工一起数落李代表这不对那不好时，李从芳走过来了。年青的学工马上喜笑颜开，蹦蹦跳跳迎上去“李代表”、“李阿姨”叫得好亲热。我的鄙夷还留在脸上，我的脸出卖了我的心。

从此，我不能平安无事过日子了。

那天，李明芳把我叫去她家里（现在，她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她家），问我昨天下午那几个学工都去哪里了。我说不知道。她说这么几个人没上班，你会不知道？我说，有时他们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没人需要通知我，没人归我管，我做自己的事。她说：“屁，你晓得，他们去看电影，还约了你的，你没有去。”我看了她一眼，心里说：“既然你晓得，何必问我？”“幸好你没有去，不然的话，对你的处理就没得那么松活了。你是有身份的人。”所谓有身份，是指我的那张劳改皮。我又看了她一眼，又一语不发，又在心里说：“说话泵（充满）屁臭，不如不说。”

那天，李明芳从马路对面“办公室”走过来，我们两组四个女工干得正来劲，朝她看看，继续一人喂铁丝，一人搬压铡刀，“鐺鐺鐺”冲压装订纸箱的钉子。李代表一脸严肃，摆着手大喊停下来停下来！大家戛然而止，不知李大人有何贵干。

李代表走到我面前，劈头發问：“你的机器用不用得？”我高兴地直点头用得用得。

因为产品要得急，他们把机修组分成上下两班做，完成任务可提前走。我们早班的两组女工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产品几乎都是我们冲出来的。接我和陈裕惠班的是蒲和平和斯跛跛，这两个心急火燥的小伙子，巴心不得一上班就下班，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活路拿到手上马上完工，好下班耍。他们横冲直撞，乱铡乱使力，一会儿就把“冲床”——一副简易模具，折腾成一堆废铁。三四天下来，钉子没铡出几打，一卷卷镀锌扁丝成了一团团乱麻。害得我们每天上班接过手的是付烂机器，首要任务就是搞机修，使“冲床”死而复生，才能开始操作。

那天，我本准备完成任务回家吃完午饭，再回厂帮这两个小青年的忙，解释一下操作的要领以及注意事项。原以为此刻李代表驾到是要表扬一下我们几个挑大梁的女工。谁知她冷着一张脸说：“那，啷个到蒲和平他们手里，机器就用不得了？”我心直口快地答道：“他们太着急了，……”没让我说完，李代表就打断了我：“他们根本没有挨机器，机器就是坏的。”我怔住了，望着满面怒容的李代表，突然明白了她讲话的意思。我急了，舌头打起结来，声音抖抖地：“你，你，你的意思是，是我故意把机器先弄烂了再交给他们，使他们完不成任务？”李代表意味深长地冷笑，瞟了瞟其他几个女工说：“那，我就不晓得了。”

过去，说我是反革命，我齐家贞不板不跳，因为灵魂深处实在找得出反革命的蛛丝马迹，说我是牛鬼蛇神，我也依理服教，因为弄神跳鬼胡言乱语的事，也算偶有发生，但是，说我干这种缺德勾当，不要说干，就说我有过这种念头，也是一种卑鄙的念头，也都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我绝不能接受。

于是，我的“反动”本性暴露无遗，就像李代表的老公在女色面前猴子本性暴露无遗一样了。

我提高嗓门，面色严厉地回答：“李代表，这不是事实。不信，你可以问她们，”我眼睛扫了在一旁呆住的陈裕惠，唐正华，张文秀一遍，問她們：“丝打完之后，我再碰过这架机器没有？”陈裕惠皱着眉头，轻声说：“是啊，没有。”李代表说：“没得哪个晓得，只有你自己心头明白。”她这种弦外有音的说话，使我更急更气了，我不得不同她争起来。我说：“李代表，你讲话要实事求是，我齐家贞不是这种人，莫说做这件事不得好处，就是拿钱请我做，我都不得干。”我脸红了，眼睛鼓了，筋也板起来了。李代表一点不着急，半笑半不笑慢条斯理地答道：“既然你齐家贞这么高尚，不做坏事，何必这么紧张嘛。”我不相让地回答：“李代表，你是领导，领导不要乱讲话，讲的话要负责任。”她沉下脸来，厲聲呵斥：“我这个领导乱讲了话？我说你各人做的事各人明白，哪点错了？你齐家贞嚣张，又在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

此时，过路的看客已经把门口前三层后三层封了起来，整个争论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很有兴趣继续听下去。李明芳说我又在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无异是在向大家宣布我是个阶级敌人，一提到诸如此类的政治术语，一想到我是阶级敌人，我便慌张起来，刚才理直气壮与李代表争辩的勇气一下子全没了，想讲的话也躲起来不见了。只听见我低声下气不断重复：“我没有翘尾巴，我没有翘尾巴。”好象幼儿园的孩子在申辩“我没有打翻老師的墨水瓶，我没有打翻老師的墨水瓶”。李代表情绪高涨起来，她转身向看客们望过去，深信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革命群众都会站在她一边，向阶级敌人开火。她再次对我强调：“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的人决没有好下场，你要小心点！”一个看客大约是想替我解围，长声吆吆地说：“好了，好了，不要影响生产了。”李明芳白了他一眼：“你们是一伙的。”

李代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李代表。

李代表平时自白：“我这个人就是要顺着毛毛抹。”顺着她的毛毛抹，她可以当你的媒婆，笑声比油炸麻花还香脆，不做事照样加工资，机器整坏了，帮你找个替死鬼……顺着毛毛抹竞如此至关重要。反过来，没有顺着毛毛抹，那你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

这类话威力真大，吓得齐家贞赶紧夹起尾巴做人。

后来才知，肚子里有块“绿宝石”在装怪，我的腰酸痛得要断，洗了头半小时身子还直不起来，地扫完了，腰还要弯半天，做事，身子挺直，转身，整个人转过去，弯腰难。那时候，“生病”和“找医生看病”常常不会联想在一起，生病完全是“靠天吃饭”，熬好拖好了事，直到病魔把你击倒，才想起世界上有种职业叫医生。

李从芳拿了根大圆杠子给我，要我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去帮打铁房运料。这个活，要走远路，穿过人民公园，下完令人望而生畏的数百步石阶，到重庆下半城一个其大无比的废铁堆，弯腰选择合适做抓钉的材料，选够了，两人一组一筐筐抬回来。经过十年劳动改造的我，这点体力劳动本不算个啥，加之抬多抬少一天走几趟自己量力而行，既无队长跟班，也无解放军端枪押后，更不会劳动回来晚上记梅花检查表现。对我而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正在害腰病，这种不断重复弯腰直腰的活路，我实在无法胜任。

我接过李从芳给我的杠子，犹犹豫豫地说：“李代表，我的腰痛，它……”我本想说它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话还没说完，李从芳已经生气地把杠子夺回去了，还酸不溜啾地说：“喔，你腰痛呀？腰痛就回去养病，养好了再来上班吧。”听她这口气，好象我是装病逃避体力劳动，心里好委屈。我说：“算了，算了。我去，我去。” 无心再作解释，咬紧牙关也要做。我伸手想把杠子拿回来，李从芳不肯高抬贵手，倒像同我赌气，把杠子紧紧捏住，坚决要我回家把病养好了再说。她这不是在砸我的饭碗吗？我哪敢把病“养好了再上班”，兴许病没养好，人倒先饿死了。

李明芳高，她捏着杠子上部，我矮，我捏着杠子中间，她是在与阶级敌人装病耍死狗斗争，我只是简单地想保住自己的泥饭碗，两个人相持不下。郑洪海走过来，他调侃地说：“两个都是大人，一根杠子有啥好抢的，真是！齐家贞，人家李代表要照顾你腰痛，不要你去，你把杠子放了罢。”

前面，我说过，李从芳有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天才，现在，我认识到在一定的情况下，她又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天才。

正反都是天才。

后来，就发生了我住院开刀切除胆囊和李代表警告大家要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事。

我把李代表讲的话告诉了几个弟弟，兴国、安邦、治平都很气愤，齐声说：“不要去上班了，我们养你！”这样，家里除了阿弟，又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

几个弟弟愿意养我，但是，我愿意让自己来养活。

在狱内，我以全部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生命作交换，吃不要钱的饭，住不要钱的房子；出狱后，我为街道工业挤尽我的“奶”，用以换得每日的饭票。我已经适应这种自己完全不操心，“磨骨头养肠子”的生活方式，愿意一辈子这样过下去。现在，泥饭碗砸烂，这种交换中断了，我需要出賣劳动换饭票，却找不到老板要。

好像人在太空会失重，好像突然去掉长久戴着的脚镣走不来路，吃惯牢狱饭端惯泥饭碗的我，从此，为了三餐一宿，遍尝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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